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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空间、权威性建构与北极理事会有

效性的动态演进

董利民 朱心怡

(中国海洋大学 a.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b.海洋发展研究院，青岛 266100)

摘 要：政治空间与权威建构是分析国际制度有效性波动的关键维度。权力格局和治

理议题的属性共同塑造了国际制度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政治空间，强制力与合法性则是

国际制度权威建构的核心内生变量。基于历时性回顾与分析，北极理事会的有效性经

历了制度初创、发展完善、动荡调整三个阶段。国际权力格局变迁、地区博弈缓和以

及新兴合作理念的形成，为北极理事会的建立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理事会依托和缓

的政治空间提升合法性与强制力，进而巩固制度权威，逐步成为北极地区最具影响力

的国际制度。随着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对抗的加剧，北极理事会的政治空间遭受挤

压、制度权威受到破坏，致使其无法充分发挥多边治理平台的作用，有效性遭到严重

制约。短期内北极理事会提升有效性仍然面临困境，地缘政治变动扭曲了制度运作所

需的外部政治空间、地区治理议题的复杂化与多样化带来的新挑战、北极圈内国家的

认同与遵从程度下降以及制度自身的固有局限是重要根源。

关键词：国际制度；制度有效性；政治空间；权威建构；北极理事会

0 引言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协作关系日益紧密，双边和多边

制度愈发普遍。然而，伴随世界近来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以及反全球化情绪的

显著加剧，有关全球治理失效的讨论不断涌现。国际制度如何在促进国际合

作、应对多样化和复合性挑战过程中保持有效运作，成为全球治理的焦点问

题。北极地区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场域，自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已经形成了覆

盖多领域的治理网络，与国际社会的系统性联系也大幅增强。其中，成立于

1996年的北极理事会扮演了核心角色。源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北极理事会变迁

及其目标的实现既是全球治理机制发展的反映，也是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地

缘政治、经济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以及大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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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回归，北极议题呈现复杂化趋向，北极理事会面临的治理压力与日俱

增。在此背景下，其有效性逐渐成为北极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不仅如此，地

区治理机制有效性的探讨，对拓展和深化国际制度效能问题的研究也具有积极

意义。鉴此，本文拟基于对国际制度的理解提出影响其有效性的分析框架，以

北极理事会的制度变迁与治理实践为基础，探讨该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有效性

差异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

1 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就国际制度的概念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部分研究认为

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共同遵守的规则与规范的集合[1]，

这些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
making procedures）可以是隐含的，也可以是显性的。隐含是指尚未被明确表

述，但潜在存在于行为者的期望中；显性指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条约或协议

等[2]。其二，许多学者批评国际制度的概念过于宽泛，且主要强调制度的自主

性和功能性目标，忽视了制度参与主体背后的政治因素。这些学者认为，国际

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受多种因素影响。虽然国际制度在无政府状态下为协调全球

治理、弥补传统国际法的不足贡献了创新方案[3]，但受国家利益和权力政治的

影响也会陷入失效困境[4]。如面临国家间权力对比变化时，国际秩序变迁导致

的国家利益竞争便会影响国际制度的运行[5]。可以说，国际制度本身的复杂性

使其内涵难以确切定义。为此，也有学者提出，国际制度本身是一个存在争议

的概念，没有独立于理论框架之外的客观定义[6]。研究国际制度需要综合运用

多种理论和视角，深入分析其形成、运作和影响机制。尽管国际制度的概念尚

无定论，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以及基于国际法或国际惯

例的国际条约等。这些机制的功能在于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为和塑造预期，

从而解决国际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理解国际制度

的关键不在于寻找定义其本质的最优解，而是在承认国际制度对国家政治体系

和世界政治结构产生长期影响的基础上，探求影响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意愿和

能力因素。从国际制度有效性这一侧面出发，能够为理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

变革提供制度逻辑。为此，学术界已经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内涵、制度有效性

的评估、影响制度有效性的因素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1.1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内涵

制度有效性（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是国际制度理论的重要部分。截至

目前，学术界尚未就其概念达成一致。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形成一

定共识，即有效性是对国际制度通过特定机制影响相关行为并促进问题解决的

反应。罗纳德·米切尔（Ronald Mitchell）提出，应当从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

影响程度来评判其有效性[7]。奥尔沃·斯托克（Olav Stokke）则将国际制度的有

效性定义为解决特定问题的程度 [8]。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由美国学者奥兰·扬
（Oran Young）提出，他将国际制度有效性视为衡量社会制度塑造或影响国际

行为的标准，指出“有效性是程度大小的问题……只要一种制度的运作能够经受

时空变换的考验，该制度就是有效的”[9]。在初步共识的基础上，部分学者还从

不同侧面进一步补充了国际制度效性的内涵，认为应涵盖制度的规范性、合法

性和影响力[10]。由此可见，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可被理解为衡量制度产生何种结

果的概念。具体而言，它反映了制度在其目标和规范方面的实现程度，包括其

是否能够影响相关行为者的行为及解决所针对的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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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评估

分析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核心在于评估其在解决特定问题中的作用及其效

果程度。这一过程既有助于理解国际制度发挥效用的情境与方式，也对深入理

解全球治理以及为决策提供依据至关重要[11]。鉴此，有效性评估是国际制度研

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学术界有关国际制度有效性评估的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

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制度运转的角度分析有效性，将其拆解为不同流

程，认为政策法规、管理流程、规制框架等一系列为达成治理目标所设计和实

施的制度性安排，构成了国际制度有效性评估的基础。通过评估这些制度安排

是否能够有效引导行为体的行为模式转变，激励或约束行为体，使其行为趋向

于制度所期望的方向，从而判断其有效性[12]。此外，奥兰·扬指出，制度有效性

不能止步于产出本身或所达成的结果，更深层次的标准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制度

设立初期所面临的治理问题[13]。可见，考察制度在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方面的

作用是国际制度有效性评估的关键内容。其次，重点关注国际制度有效性评估

的具体方法，强调建立科学严谨且综合性评估体系的重要性。评估体系应能够

对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避免单一视角无法全面反映制度有效性的情况。

为此，学术界提出了至少五种方法：问题解决法，考察国际制度解决问题的能

力；法律方法，主要评估制度履行条约义务的情况；经济方法，基于行为体遵

约的成本与预期收益评估制度的有效性；规范方法，即公正、参与等原则的实

现程度；政治方法，根据行为体利益诉求与制度运行结果之间的差异来评估有

效性；政治方法，行为体的利益和制度政策绩效变化的程度[14]。综上所述，学

术界针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评估提出了诸多路径，其目标多为界定制度有效性

的范围与程度，评估标准方面则存在一定差异。

1.3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从

关键变量、因果效果以及核心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首先，学术界识别

出诸多关键变量，包括制度的透明度、健全度、匹配度、经济尺度以及主导指

标等。部分学者强调，国家间权力分配和共同利益是国际制度建立和维持的关

键，而持续的政治承诺和资源投入则是制度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组织形

式、参与方式、决策机制和分配模式也会对制度的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15]。奥

兰·扬基于变量的生成途径，将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因素划分为外生变量与内

生变量。外生变量指国际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或其他外部条件，内生变量则是

制度安排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政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因素，同样被视

为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变量[16]。其次，通过组合运用遵约情况、规范体

系、利益均衡、霸权结构以及智识秩序等关键维度，并结合具体案例的讨论，

学者们分析了这些维度间的交互作用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影响[17]。最后，反向

分析国际制度有效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具体而

言，包括制度能够有选择的改变国家及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制度设计能够

有效解决问题并实现预期目标；制度执行过程中需兼顾效率与公平，并平衡各

方利益[18]。

近年来，国际制度研究呈现出由理论解释向案例分析转型的趋势，着眼具

体制度并结合案例探究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例如，有学者从跨境河流

合作机制与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关系出发分析区域制度，提出“嵌套机制”能
够有效实现问题和结构的桥接，从而提高跨境河流合作的有效性[19]；结合东盟

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库机制，从问题结构、权势对比、机制属性和国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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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维度分析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治理的有效性[20]；对二十国集团在不同领域的治

理成效进行分析，并指出其有效性取决于政治机遇和集体治理能力两个核心变

量[21]。

1.4 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

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制度本质上是权力政治的附属品。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强调国际制度是霸权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无法独立

约束大国的行为。一旦出现地缘冲突，权力失衡将直接削弱制度有效性，如冷

战时期大国对抗导致联合国近乎瘫痪[22]。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则提

出，制度仅作为“干预变量”存在，其效力有赖于霸权国的支持或既有结构性条

件，地缘冲突往往使国际制度沦为大国博弈的载体而非调解者[1]。新自由制度

主义者在肯定地缘政治现实对制度有效性制约作用的同时，更加强调适当的制

度设计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冲突，如设置条约的弹性条款[23]。克拉托赫维尔

（Kratochwil）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进行补充，强调制度有效性依赖于主体间规

范认同。即使权力不平衡，若相关主体对核心规范有高度共识，制度仍能发挥

实际作用；反之，若地缘冲突撕裂了既有共识，则制度规范的效果势必受到严

重削弱[24]。朱翠萍结合地区性案例的研究表明，《南极条约》通过“富有成效的

不清晰”条款，在模糊主权归属的同时鼓励科研合作，显示恰当的制度设计能够

在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维持一定程度的功能[25]。与此同时，地缘博弈需要通

过制度明确行为边界，但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又受到地缘政治现实的制约。制度

的有效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尽管相关研究探讨了区

域制度有效性的多重影响因素，但对制度效能受限的具体原因以及波动的因果

逻辑探讨仍显不足。随着国际秩序变动引发对国际制度失效的担忧，学术界亟

需以有效性为切入点，根据对实际案例中具体制度有效性变化的考察，深入探

讨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从而理解国际制度有效性波动的

深层逻辑。

2 国际制度有效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建构

学术界围绕国际制度有效性所展开的研究及其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对分析特定区域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以北极理事会为代表的北极

治理制度，为研究国际制度有效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学界普遍认为，随着北

极地区的快速变化和全球对北极的关注日益增加，北极理事会有效性面临显著

挑战。虽然其在议程设定上取得了成功，但在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议题时却面

临机制僵化、决策效率低下、地缘政治博弈导致的独立性与制度停滞等问题，

显现出一定的无力感[26]。值得指出的是，多数研究尚未将北极理事会的有效性

系统纳入国际制度理论的分析视野，尤其缺乏对其在权力结构、规范竞争和权

威建构过程中如何维系或丧失治理能力的深入探讨。当前北极治理的客观现

实，正呼唤学术界从国际制度有效性角度作出积极回应。在既有国际制度有效

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以政治空间与制度权威为核心的分析框架。

其一，政治空间指在国际体系中，由国家间权力配置与治理议题属性共同塑造

的外部条件与环境。它不仅决定国际制度得以创建、运行和扩展的可能性，也

影响制度在实践中的策略选择与最终成效[27]。其二，制度权威则强调国际制度

在议程设置、规则制定与规范扩散过程中的合法性与强制力，既依赖成员国及

利益相关方的认可与服从，也受制于制度自身的执行力与约束效能[28]。外部政

治空间与内在制度权威的结合，不仅延续了国际制度理论对于外生与内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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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也呼应了奥兰·扬等学者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经典界定，为评估北极理

事会在气候变化、资源开发与地缘博弈等多重挑战中的实际治理能力提供了一

个立体框架，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其在多元利益诉求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所

面临的挑战与潜能。

图 1 制度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图示

Fig.1 Analysis Diagra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stitutions

2.1 权力格局与议题属性：外生变量提供政治空间

由权力格局和治理议题的属性共同形成的政治空间，构成了国际制度生存

和发展的外在环境，也是影响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外部力量。

首先，权力格局即国家间权力的竞争与配置，既为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政治空间，也具备阻碍国际制度正常运行的可能性，因而构成了影响国际

制度有效性的首要外部因素。一方面，国际制度是国家间权力配置的衍生物，

其创建与实施过程深受权力变动的影响。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反映了国际权力

格局的演进，而国际制度则体现了大国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制度化。作为国际秩

序的显著表征，国际制度的建构与运作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间在权

力、利益及观念上分配过程的直接产物[29]。在国际制度发挥效用的过程中,权力

要素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以安全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家对外行为及

大国间权力竞争，对国际制度的创立、稳定、演进乃至变革均具有显著影响。

随着国际制度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展，权力格局的影响力也进一步被放大。具

体而言，大国间权力竞合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制度的形成，而且大国对制度的认

同也是评估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标尺。国家会积极推动其政策议程在国际制

度中得以实现，并努力将其融入制度框架。当一国的提案被国际制度正式采

纳，通常意味着该制度的结构反映并维护了该国利益。由此，国家通过主导国

际制度的设计与构建，在治理进程中获取议程设定与规制他者的主导权。以联

合国为例，冷战时期大国实力基本均衡，联合国的制度安排与国际权力分配相

对一致，然而因大国对联合国的认同度低，致使其效力大打折扣。冷战结束

后，尽管大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重要机构仍然保留

并反映了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在此背景下，大国对联合国的认同得到提升，进

而带来制度效力的明显改善[30]。因此，权力格局不仅深刻影响了制度的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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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实施路径，主导国在权力配置中占据优势地位并有效运用权力推动制度运

行，亦是影响制度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重要驱动力。

其次，治理议题的属性反映了国际制度解决问题的政治空间，不仅影响国

家给国际制度让渡治理主权的意愿，还决定了制度在应对不同议题时的灵活性

和适应能力，从而在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议题属性主要涉及

两个层面：一是现有治理问题的属性决定了国家是否在该领域选择将治理权力

转移给国际制度。主权让渡是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关键议题，取决于国家在国

际体系中的自身利益诉求、地位考量及对制度可能收益的预判[31]。当代全球治

理议程中的议题属性各异，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时往往需要在让渡治理主权与

维护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具体而言，若国家认为相关国际制度能更有效地

解决其治理问题，则会更愿意接受并遵循制度规则，从而提升国际制度的有效

性；若国家担心国际制度所涉领域会损害自身利益，则更倾向于保留主权，这

将削弱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例如，由于传统安全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具有

鲜明的政治色彩，国家对该领域的国际制度更为敏感且审慎，因而让渡主权的

意愿较低，这将直接决定该领域国际制度的形成与运作。二是治理议题的属性

还影响国际制度的适配度与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治理议题，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往往表现出显著差异。多数国际制度是为应对特定问题而建立的，因此制度有

效性与治理议题的属性密切相关。一个有效的制度必须与所治理的议题属性保

持较高的适配度。与此同时，不同议题引发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往往导致非线

性变化和难以预料的挑战。为确保制度效用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在规则设计和

执行方式上需保持足够的弹性与演化能力，在兼容社会深层结构的同时展现出

必要的独特性。换言之，制度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动带来的明显差异时，不宜盲

目追求固定不变的解决策略，应根据需求设计并实施相应的方案。制度必须具

备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治理议题的需求，如此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

境，并在变动的国际体系中持续有效。

因此，政治空间既依托权力格局塑造的外部条件，也与治理议题属性紧密

相关。二者共同决定了国际制度在不同场景下的生命力与可操作性，是其能否

有效发挥功能的前提所在。

2.2 强制力与合法性：内生变量建构制度权威

强制力与合法性作为国际制度的核心内生变量，共同构建了制度权威，是

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关键。一方面，强制力确保了制度在执行层面的约束力

与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合法性则赋予制度在全球治理中获得认可与遵守的正

当性，两者共同构成了国际制度权威的根基。

强制力是国际制度取得实质治理效果的关键保障。在当下全球治理体系

中，具备强制度特征的制度往往拥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因而更能实现有

效治理[32]。高强制力制度在全球治理中不仅具有较高的治理有效性，而且更容

易获得接受。国际制度的强制力关系到其在执行层面的有效性。具备强制力和

主导力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能有效约束成员行为，降低制度落实的风险与不确

定性。行为体行为的规范化以及可预测性增强，进一步巩固了制度的整体吸引

力和持续性，从而促使行为体遵循并保护该制度，形成强化制度效力的良性循

环。反之，若制度缺乏足够的强制手段，其规则更容易被忽视或规避，从而削

弱制度目标的实现能力与执行效果。然而与此同时，部分国际制度尽管缺乏强

制执行机制却仍能维持有效运作，其关键则在于合法性。合法性是国际制度被

广泛接受和遵守的重要基础，对国际制度而言具有动态性，总是处于内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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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观感知相统一的进程之中[33]。无论是成员国还是其他相关行为体，对制度

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往往具有主观判断。即便权力因素在制度的形成和执

行过程中无可避免，但公平性也能左右参与主体对制度的认可与遵从[34]。在缺

乏强制手段保障执行的情况下，合法性能够有效增强国际制度的公信力，从而

提升执行效果和制度效力。即使强制手段缺位，只要制度具备足够的合法性，

亦能提高执行效果和制度效力。

对国际制度而言，强制力与合法性作为两个内生变量，彼此互补，共同建

构制度权威。强制力赋予制度以刚性约束，合法性则为制度的存续与运行提供

认同与共识基础。国际制度能否有效实现治理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的

协同。具备强制力的制度更易取得执行成果；在强制力不足时，若制度具有充

分的合法性，仍可争取成员与其他行为体对规则的接受。只有当强制力与合法

性都获得充分支撑时，制度权威才能得以巩固，进而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

持续有效的治理。

在外部政治空间与制度权威的动态互动中，二者不仅相互依存，也通过不

同维度对彼此产生强化或削弱作用。一方面，外部政治空间的开放与包容为制

度权威的建构提供机遇与动力。国际权力格局中主要行为体对治理议题的态度

与利益诉求越趋多元，制度越可能通过议程设置与规则制定吸纳共识与资源，

从而提升其合法性与强制力。另一方面，制度权威的巩固又会反向塑造外部政

治空间。当制度在规则化与规范化层面趋于稳定，其在议题设定、知识生产及

执行监督中的主导作用，往往能影响既有政治格局与利益分配，甚至催生新的

政治联盟或合作框架。若制度权威不足，外部政治空间中的利益冲突或大国博

弈可能挤压其作用范围，削弱合作的动能与约束力；而若外部空间缺乏凝聚

力，再强的制度权威也难以广泛认同或有效落实。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构成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关键机制，既为制度发展创造机遇，也对其适应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

3 基于历时性回顾的北极理事会有效性及其波动

随着国际形势与全球议题的演变，行为体、互动方式及相关规则也在不断

调整和发展。国际制度要在动态复杂的政治空间中有效发挥作用，必须能够引

导参与各方的行为。理解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既应关注其塑造参与方行为、解

决问题与达成目标的直接成效，也需考察其运行机制与过程特性。作为北极治

理的核心机制，北极理事会自 1996年成立以来，其有效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波动。为系统评估理事会的作用，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考察：其一，理事会

的有效运作，包括组织结构、会议机制和工作组的实际运作情况；其二，成员

国、永久参与方以及观察员的参与程度及目标达成情况，反映其内部合作与沟

通秩序；其三，在理事会框架下达成并落实治理协议的能力，用以评判其在推

进区域议题与实现治理目标方面的影响力。基于上述评价维度，并结合前文构

建的分析框架，本部分将着重对北极理事会有效性在不同阶段的波动进行探讨。

3.1 制度初创期：权力格局变动与议题属性提供政治空间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缓和、北极地区权力格局深刻变迁，国际合作和区

域治理的可能性增强，为北极理事会设立创造了政治空间。冷战期间，北极地

区作为关键的军事战略区域，是美苏对抗前沿阵地，缺少通过国际合作回应治

理需求的政治空间。自 1945年起，美国与加拿大联合构建了一系列横跨阿拉斯

加至纽芬兰的尖端雷达站。美国及北约部队在格陵兰岛、冰岛以及挪威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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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驻扎，以确保对北极及其周边区域的战略控制。美国还积极推动西方国家

在极地区域部署并测试空射和海射巡航导弹，进一步巩固了其军事存在和影响

力。与此同时，苏联在诺瓦亚·泽姆利亚（Novaya Zemlya）群岛的北方试验场

开展了地下核试验。至 20世纪 80年代中，苏联高达 60%的战略核潜艇部署在

科拉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紧挨挪威及北大西洋[35]。美苏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

抗，使得该地区地缘政治愈发复杂化。尽管在冷战结束前，北极地区存在小规

模合作机制，如 1956 年成立的北欧萨米理事会（Nordic Saami Council）、1973
年由北冰洋沿岸五国签署的《北极熊保护协定》（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Polar Bears）和 1977 年成立的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Inuit Circumpolar
Council）等，但这些机制不足以构建完备的治理架构，无法有效应对治理需

求。冷战的结束终结了美苏阵营对抗，国际权力格局变动为北极地区合作制度

的建立创造了政治空间。1987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在摩尔曼斯克演讲中呼吁将

北极建设成为“和平区”，倡导“让地球之北的北极成为一个和平地区，让北极点

成为和平之极”[36]。此次演讲为北极地区合作奠定了基调，并在之后得到了实践

层面的响应。各国开始关注气候变化这一共同挑战，并积极寻求跨界问题的合

作解决方案。1989年 9月 20至 26日，根据芬兰提议，北极圈内八个国家派代

表召开第一届“北极环境保护协商会议”，共同探讨通过国际协商与合作来保护

脆弱的北极环境，促进该地区在经济、社会和福利等低政治议题的可持续发

展。1991 年，北极圈内八个国家签署《北极环境保护宣言》（ the 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成为北极理事会建立的基础。

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为北极圈内国家间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

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与此同时，这些问题

通常被视为低政治领域，涉及的利益冲突较少，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也相对

较小。各国在这些议题领域也更有意愿向国际机制让渡治理主权，从而推动合

作的达成。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地区博弈的缓和以及新兴合作理念的逐步形

成，为北极理事会的建立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1995 年，加拿大开始倡导将

“北极环境保护协商会议”与《北极环境保护宣言》转变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该组织不仅包含现有的议题，还可处理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问题[37]。经过多轮

谈判，与会各方在确认原住民代表作为永久参与方、沿袭《北极环境保护宣

言》下的工作组职能、奉行基于共识的制度架构以及将军事安全议题排除在外

等四个方面达成一致。1996年，关于北极理事会成立的《渥太华宣言》正式通

过[38]。随后，北极理事会首次部长级会议通过《北极理事会程序规则》（Arctic
Council Rules Of Procedure），进一步明确各主体的角色与权限。根据规定，北

极圈内的国家有权参与北极理事会的所有会议和活动，并有权通过高官和部长

级会议来做出关键决策。每两年更换的“轮值主席国”制度为成员国设立了优先

事项[39]，从而有助于推动北极合作发展，形成实质产出以解决治理问题。国际

权力格局的变动叠加低政治议题属性，共同推动了北极理事会的成立。这不仅

使北极治理扩展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领域，同时通过明确的议事规则和职权

划分，初步构建了北极理事会的制度化框架。

在制度初创期，国际权力格局的转变和低政治议题属性共同为北极理事会

提供了政治空间。尽管此时理事会的制度架构尚未完全成型，但其有效运作已

初露端倪。一方面，各方均能顺利参与会议和磋商，参与主体在该阶段的目标

基本得以实现，体现了内部较为顺畅的合作与沟通秩序。另一方面，尽管北极

理事会仍处于制度建设的起步阶段，但通过《渥太华宣言》及随后的《北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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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程序规则》等制度安排，已经为未来产出协定、践行治理目标打下了基

础。理事会在初创期虽处于制度有效性相对微弱的状态，却展现出良好的发展

势头，为未来成长为北极治理的核心机制奠定基础。

3.2 发展完善期：合法性与强制力建构制度权威

21世纪以来，随着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急剧变迁，曾被认为不可触及的北极

资源开发和航道利用逐渐变为现实，加深了各国对该地区的重视。2007年俄罗

斯“北冰洋海底插旗”事件进一步激发各国对北极战略与经济价值的关注，并引

发新一轮“争夺战”。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议题影响力的扩大，对北极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显著拓展了北极理事会发挥有

效性的政治空间。外部政治空间的变化凸显了北极理事会在制度结构和功能方

面的不足，这促使其专注于构建制度权威，通过增强合法性和强制力提升有效

性。

首先，北极理事会通过不断完善问题解决机制和强化行政支持，逐步增强

自身合法性。北极理事会逐步形成“会议协商决策—附属机构执行议案—科学报

告支撑治理”的运作模式。部长级会议作为决策机构，负责在每次会议结束前由

正式成员国确定下届主席，明确任期内重点议题与工作方向；高官会议是执行

机构，负责审议工作组、专家组和其他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审定合作提案、

提出建议并执行决议。在制度初创期，北极理事会解决问题主要依赖四个工作

组，处理苏联解体后巴伦支地区污染和长程跨界大气污染问题。为加强制度的

内部协调并扩大治理覆盖面，北极理事会增设了可持续发展工作组（SDWG）
和消除北极污染行动计划工作组（ACAP），并为其制定了具体的任务。这些工

作组由理事会成员国的学界与政界精英组成，其研究成果具有高度专业性，并

在高官代表及相关决策层的审议与把关下，通过北极理事会的决策程序赋予更

高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不仅如此，北极理事会所覆盖的议题也逐渐突破环境问

题的局限，向更加多样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如发布《北极气候影响评估报

告》、《北极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以及《北极海洋航运评估》等，在制定《极

地规则》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等。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推动了北极治理进程，

也使北极理事会在北极治理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2011年 5月，北

极理事会第七次部长级会议决定建立常设秘书处，旨在“通过提升行政效能、确

保连续性、增强效率、加强内部沟通同及对外关系、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分享

信息，以及对北极理事会活动的支持，从而尽可能提高制度运作效率。”[40]秘书

处得到了成员国的定期资助，显著提升了北极理事会的合法性和运作效率。至

此，北极理事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即“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工作

组及附属机构”，为其制度权威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北极理事会呈现出由“软法”向“硬法”发展的特征，通过增加强制力

提升制度权威。作为源自国家间“低政治”合作演化而来的国际制度，北极理事

会的最初定位主要在于政策协商而非具体决策。在实践中，这种“软法”特征致

使理事会决策文件多为建议性质、缺乏强制执行力。为此，北极理事会重新审

视其角色定位，并积极探索改进路径。其一，在成果产出方面，2011年 5 月通

过的《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成为强制力提升的重要转折点。该协定不仅明

确划定了北极圈内八国各自的海空搜救责任区，也建立了区域内联合搜救互助

体系，是在北极理事会框架下通过的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协定的达成

标志着北极理事会在制度效能上实现了重大飞跃，为今后推进具有约束力“硬
法”合作奠定基础[41]。此后，北极理事会进一步促成了 2013年《北极海洋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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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与应对合作协定》与 2017年《关于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的协定》。这些

协定不仅增强了合作主体间的数据共享、应对机制与能力建设，也有效推动了

工作组和附属机构的协同工作，从而显著提升了北极理事会在地区治理中的影

响力。其二，北极理事会在吸纳治理主体的过程中扩大了其话语权与强制力。

2013 年 5 月 15 日，意大利、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正式成为观察

员国。通过吸纳观察员国并辅以“努克标准”对其权限进行适度限制[42]，北极理

事会在保持北极圈内国家主导权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在北极事务中的制度约

束力。正如北极圈内八国外交部长在 2013 年《基律纳宣言》（Kiruna
Declaration）中所强调的，“北极理事会是应对新挑战和新机遇的领导者”[43]。

在发展完善期，随着北极理事会制度架构的日益健全，其合法性与强制力

显著提升，进而建构起更为坚实的制度权威。各行为体能够更顺畅地参与会议

并实现合作目标。理事会在知识生产与政策倡导方面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借助

科学研究、议题筛选与扩散，将关键治理议题纳入更广泛的区域乃至全球议

程。同时，通过推动多项具有硬法性质的协定落地，理事会为特定领域的北极

治理确立了规则框架。由此，其权威与执行力显著提升，不仅能够促成实质性

的治理协定，更能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保持有效跟进。北极理事会逐步走向正规

化和制度化，成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其有效性在北极治理中展现出

新高度。

3.3 动荡调整期：政治空间与制度权威遭受双重冲击

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后，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陷入严重的二元对抗格局。

俄乌冲突触发的地缘政治裂变，正使北极理事会经历政治空间系统性压缩与制

度权威结构性弱化的双重冲击，致使该制度在北极治理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首先，制度外部政治空间因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动和主导议题的切换遭受严

重冲击。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动始终是影响北极理事会政治空间的关键因素。尽

管北极圈内国家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存在共同利益，但在军事安

全、治理主导权等其他领域，紧张对立关系持续存在，尤其在国际形势变化时

愈显突出。北约东扩、北极快速暖化同时对俄罗斯西线和北线国防安全造成压

力，进一步加剧了其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美国自特朗

普政府开始挑战北极理事会的制度共识基础，解构理事会的合作。时任美国国

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公开质疑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将

北极描绘为战略竞争而非和平合作的地区[44]。美国立场的变化显著压缩了北极

理事会的政治空间，导致理事会历史上首次因成员国间的分歧而未能达成部长

级宣言，对其有效性的发挥构成威胁。2022年前，尽管北极理事会的政治空间

受到一定程度压缩，但尚未完全影响其有效性的发挥。然而，俄乌冲突的升级

迅速使传统安全成为北极地区的核心议题。在美国强势主导下，除俄罗斯外的

北极圈内七个国家（以下简称“北极七国”）基于安全原因，于 2022年 3月在北

极理事会内采取“排俄行动”，拒绝参加由时任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俄罗斯主办的

会议，并暂停与俄罗斯的合作。北极七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破裂，导致北极理事

会陷入长达一年的停滞，北极搜救、联合科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合作机制停

摆，实质削弱了其制度有效性。权力格局的剧变和主导议题的切换使政治空间

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仅阻碍了北极理事会功能的发挥，也严重影响其在复杂

国际局势下的适应性和协调能力。

其次，北极理事会的制度权威因地缘政治危机的冲击面临严峻挑战。俄乌

冲突升级后，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局势迅速恶化。芬兰和瑞典加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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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意味着北极圈内八国中的七国成为北约成员，俄罗斯—美西方的北极安全

二元对立格局加速形成[45]。由于北极理事会正式成员国在安全事务上的阵营化

对立，其在北极治理中的合法性与强制力亦受到严重削弱。以美国为首的北极

七国加大力度制裁和孤立俄罗斯，并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决定以有限形式重

启理事会的工作。俄罗斯则持续强调其在北极事务中的先发优势和重要性，并

通过暂停资助向北极理事会施压。不仅如此，北极七国在官方层面上均无与俄

罗斯继续合作的意愿，由俄罗斯主导的近 130 个北极理事会项目陷入停滞[46]。

对此，俄罗斯转而寻求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非西方力量开展北极合作，以

确保北极与远东地区的开发，并试图在北极地区与西方国家的博弈中获得更多

筹码。鉴于俄罗斯对北极治理的重大影响力，其缺席实际上阻滞了北极理事会

在北极搜救、环境保护和科学合作等领域的有效运作。这不仅破坏了各国基于

共同利益推动北极合作的积极态势，也冲击了理事会的制度权威。与此同时，

北极理事会对域外国家的“排他性开放”进一步将其推向有效运行的对立面，偏

离了原本聚焦合作的制度初衷。部分北极圈内国家对域外国家在北极开展合作

持高度戒备态度，并趁机强化地区军事部署[47]。此类安全化与对立化的操作不

断蚕食北极理事会营造合作共识的定位，使其在“有效运行”与“动荡调整”两种

状态间持续摇摆。同时，国际社会对替代机制的呼声也逐渐升高，试图寻求新

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方式[48]。鉴此，北极理事会的合作根基与权威性受到严重挑

战。

在动荡调整期，北极理事会面临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治理有效性危机。政

治空间的收缩和制度权威的弱化相互叠加，严重冲击了其在议题整合与规则制

定方面的核心功能，致使其难以维持有效运转，更难以促成成员间的沟通和合

作。由此，作为多边治理机制，北极理事会的权威性与协调能力遭到大幅削

弱，无法继续在推动国家间合作和区域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整体决策能力与

制度产出质量显著下降，陷入了深度的制度困境。

4 制度有效性视野下的北极理事会发展前景

诚如上文所述，在北极理事会的发展过程中，其有效性呈现出明显的波

动。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地缘政治变动扭曲了制度运作的外部政治空间，以及

地区治理议题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与此同时，北极圈内国家的认同与遵从降

低，加之本身存在的固有局限，都将对北极理事会的发展造成诸多挑战。

4.1 地缘政治回归冲击北极理事会的政治空间

北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成为远离世界主流事务、在安全意义上低紧张

的地区，其治理体系建立在“低政治化”和“科学优先”的共识之上，拥有相对不

受干扰的独立议程，学者称之为“北极例外”[49]。然而，伴随地缘政治的回归，

北极地区已不再是偏远地区的代名词，成为了大国展开全球战略竞争的关键区

域。北极争夺战愈演愈烈，其背后代表的正是大国竞争在该地区的投射。鉴

此，北极已难以“自外”于全球局势，而是加速卷入了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北极

事务的核心议题也由合作走向对抗，各国不断提升对高政治问题的关注。俄罗

斯因担忧“不友好”国家阻碍其北极经济开发计划而提升军事能力作为保障，美

国则将此视为推动北极地区不稳定力量增长的关键原因。安全疑虑致使各国间

的互信基础与合作氛围受到负面影响，已经对作为国际合作平台的北极理事会

发挥作用和影响力造成了严重冲击。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后，北极七国随即指

责“俄罗斯的行动对包括北极在内的国际合作造成了严重障碍”，不再派代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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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由俄罗斯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北极理事会会议，并暂停参加理事会及其下属工

作组的其他所有会议，导致北极理事会自 1996年成立以来首次全面停摆。冷战

后一度得到普遍认可的“北极例外”正式宣告终结，由此导致的地缘安全与治理

机制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北极理事会面临的外部政治空间愈发紧张，将不断

侵蚀其共识基础，成为造成该机制有效性波动的根本诱因。面对地缘政治环境

恶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北极理事会若想走出困境并尽可能保持其在北极治理中

的核心地位，需要合理设计“高政治议题隔离”机制，推动与高政治关联度较低

的议题合作，从而为其逐步重建合作共识打下基础。

4.2 制度竞争削弱北极理事会的权威性

北极七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双方关系降至冰点，致使北极理

事会面临停摆和失效的困境。需要指出的是，北极地区并非缺少承担治理职能

的国际制度，许多具有潜在替代性的制度如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世界气象组

织、国际海事组织、北方论坛、北极圈论坛等仍在积极运行。一旦北极理事会

作为决策者沟通、协商、共谋挑战应对策略的治理职能被分散，制度竞争的加

剧将进一步使其地位和权威性遭到挑战。与此同时，鉴于北极七国在北极理事

会中持续推进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后者开始积极寻求与北极圈外国家建立合作

关系，特别是强化与东方国家、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50]，也对北极

理事会的制度权威构成实质性威胁。制度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内部机制能在多大

程度上促进合作，还在于其能否有效促进行为主体的集体行动，并为多边合作

提供动力。尽管北极理事会一度被视为北极治理的核心机构，但其制度权威正

因职能恢复受挫和多元化治理网络的发展而逐渐减弱。挪威担任北极理事会轮

值主席国期间，曾有意秉持共识合作的原则促进成员国间的互动，以此推动理

事会恢复运作。然而，俄乌冲突的外溢影响使直接对话变得十分困难，该国并

未能实现在北极理事会框架下召开正式集体会议的目标。北极理事会碎片化和

阵营化运行的延续，进一步加大了协调机制和集体决策恢复的难度，进而削弱

其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北极理事会有效性的核心在于其能否促进北极圈内

国家的合作与协同，并妥善管理北极域外冲突对其自身制度运行的不利影响。

为了提升有效性，理事会需要建立必要的制度权威，以支持其调节集体行动。

经验表明，北极区域外的地缘政治冲突会对北极理事会的运作产生干扰。这意

味着，即使北极理事会能够平稳度过当前的动荡调整期，若成员国之间的对立

持续存在，该机制仍将陷入停滞，并为替代性治理制度的兴起提供机会。北极

理事会亟需通过在成员国、永久参与方及观察员之间构建或修复互信沟通机

制，鼓励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对话与协调，为后续实质性合作提供必要空间。

4.3 议题局限无法满足北极治理需求

北极理事会成立之初，为促成各参与方间的合作共识，明确规定核心职能

限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不得涉足军事安全议题。然而，北极地区的治理

议题在此后二十余年中已显著扩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不再是唯一焦点。

资源开发、海事安全、公海渔业管理、航运、旅游以及原住民保护等问题不断

涌现[51]，特别是传统安全回潮并逐渐成为主导性议题，使得北极理事会在应对

日益增长的多元治理需求时面临严峻挑战。在成员国间分歧与冲突加剧、北极

议题向高政治领域拓展的情况下，北极理事会现有的对话渠道和解决机制已难

以满足需求。从现有制度架构来看，其协调治理机制仅限于海上执法等“软安

全”领域，难以有效应对更加广泛的安全议题[52]。更重要的是，目前传统安全已

经成为北极治理无法回避的议题，由于缺乏协调军事安全问题的职能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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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在北极事务中的影响力恐将减弱[53]。不仅于此，参与方针对传统安

全等高政治议题立场的转变，也会影响其在非传统安全和低政治领域的合作态

度。尽管北极地区面临地缘政治回归、传统安全回潮的新形势，然而全球气候

变暖引发的北极气候变化、海事安全、海洋环境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其有效

治理需要所有北极圈内国家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在俄罗斯与西方

国家因安全问题而互信持续降低的背景下，近年来北极理事会的运作已深受制

约，本已脆弱的治理机制愈发陷入困境。挪威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

曾寻求通过结构性与程序性改革完善制度架构，帮助北极理事会度过动荡调整

期。然而，成员国间的政治摩擦、对处理各类治理议题的分歧以及合作意愿的

消长，都使北极理事会有效性的恢复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受限于国家间利

益冲突的议题局限，参与方在当前北极地区主要治理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进

一步加剧了北极理事会在应对复杂问题时的无力。在《渥太华宣言》规定的“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北极理事会可在坚持“低政治化”和“科学优先”
这一核心共识的基础上，引入适度关联的新兴议题，如海洋生物多样性、清洁

能源开发、极地航运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北极旅游可持续管理等。通过

定期更新北极研究项目和相关工作组优先事项，鼓励更多科学家和利益攸关方

参与合作。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同其他北极治理机制的互动，促进不同领域间

政策与资源联动，推动构建区域治理网络。

4.4 政策塑造型制度存在固有缺陷

政策塑造（Policy Shaping）是指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对政策制定过程施加

影响，引导政策朝特定方向发展的活动[54]，目的在于确保政策更好地反映社会

需求、科学证据和长远利益。作为“软法”性质的国际机制，北极理事会自 1996
年成立以来以灵活、高效的形式促进北极治理政策塑造与国际合作，为决策者

沟通交流、探索共享区域治理方案提供平台，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发

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理事会引导议题的设定，通过识别北极地区面临的

治理问题，促使其引起决策者以及公众的关注，推动相关政策的讨论与制定；

基于工作组的科学研究和评估，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鉴此，北极理事会被视

为一个成功的政策塑造型机制，在其推动下达成的三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

定，强化了理事会作为北极地区重要合作和治理平台的认知。然而与此同时，

相较政策制定型组织，北极理事会在实践中亦存在政策塑造型机制的固有缺

陷。一方面，在识别新问题、进行科学评估及利用评估结果设定政策议程方

面，其表现相对较为薄弱。北极理事会主要依靠召开部长级会议，发布具指导

意义但缺乏强制力的宣言和倡议。在解决分歧和面对制度设计初衷与现实需求

之间不符的情况下，缺乏有效的应变机制，这也成为其持续运作的障碍。另一

方面，尽管在政策产出方面取得一定成功，但就结果而言，北极理事会将报告

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有限，最终制约其影响力的发挥。由此可见，北极理事

会作为政策塑造型制度的固有缺陷亟待解决。事实上，增强北极理事会在决策

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诸多关注，学术界就扩展其职能展开辩论，部分学者

还期望推动理事会从政策塑造型转变为更具决策能力的制度[55]。为此，需要更

加丰富的实质资源支持、可操作化的规则、更趋完善的监督报告与检查机制以

及更具权威性的执行机制。然而，鉴于北极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北极理

事会能否从政策塑造型向政策制定型制度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也将成

为持续制约其发挥作用的因素。鉴此，北极理事会首先可完善自身及其工作组

的运作，加强成员国、永久参与方、观察员在科研、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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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并鼓励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具体项目，以减缓地缘政治的消极影响；

其次，探索制度层面的改革，譬如设立更具包容性的跨领域工作组，或与其他

国际组织建立衔接机制，以便及时评估和应对新兴议题。

5 结语

全球治理体系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之中。随着改革治理体系、应对全球挑战

的紧迫性不断增强，深刻理解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对把握治理体系与

治理模式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大变局背景下，系统分析国际制度有

效性的关键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作为北极治理网络的重要枢

纽，北极理事会在推动将科学研究向政策实践转化、促进区域环境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国际格局和地区态势的持续变动，

近年来其制度局限性也逐渐显现。本文基于“政治空间”（权力格局和议题属

性）和“制度权威”（合法性和强制力）两个维度，构建了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分

析框架，并以此对北极理事会在不同阶段的治理有效性及其波动展开分析，尝

试以北极地区的案例丰富既有理论研究。研究发现，当地缘政治回归、高政治

议题主导议程时，北极理事会不仅丧失了持续发展的政治空间，也无法维持议

题的“低政治化”属性，难以通过共识机制调和权力博弈，从而面临失效困境。

近期俄罗斯呼吁恢复北极理事会正常化运作的声明，即为此提供了现实注脚。

俄方强调应基于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原住民权利等领域的共识，开展“有效且

非政治化”的北极理事会工作，并认为与西方国家接触可为制度重启创造机遇
[56]。然而，该倡议的推进仍受制于政治空间的结构性矛盾：俄方要求西方“放弃

反俄行动并承认俄方利益”，而挪威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时仅恢复了俄罗斯远程参

与的六个工作组，并未重启涉及主权争议的“北极五国”会议[57]。北极理事会有

效性的波动进一步表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随内外环境变化而动态演变，其波

动幅度与政治空间的包容性正相关，与制度权威的碎片化程度呈负相关。一旦

地缘政治回归主导议程，制度既失去了协调多元利益的弹性，也难以通过规范

或资源约束成员行为。北极理事会近年从“科学合作高地”沦为“地缘博弈配角”
的轨迹，正是权力格局重组与制度权威弱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对北

极理事会及其他区域治理机制而言，必须密切关注所处政治空间的变动，同时

持续提升在议程设置与制度韧性方面的能力，才能为有效治理奠定基础。全球

化进程与国际秩序变迁紧密相连，中国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准确识

别制度有效性波动的动因，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本文仅以北极理事会为例，对国际制度有效性及其波动问题作了初步探

讨。后续研究仍待学界共同推进，以形成更具系统性与解释力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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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space and the authority construction are key dimensions in analy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Global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governance issues

jointly shape the external political spa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Coercive force and legitimacy

are the core of regime authorit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rctic Council has undergone three

phases: institutional incep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and turbulence and adjust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ctic Council was facilitated by a shift in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landscape, the relaxation of regional rivalr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cooperative norms. By

leveraging a relatively stable political space, the Council has enhanced its legitimacy and coercive

capacity, thereby consolidating its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and gradually establishing itself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With the escalation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West and Russia, the Arctic Council’s political space has been constrained and its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undermined, which has severely restricted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short

term, the Arctic Council continues to face difficulties in enhancing its effectiveness. Key

underlying causes include the distortion of the external political space necessary for the

regime’s operation, new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growing complex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ssues, a decline of acceptance and compliance of Arctic states, and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h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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